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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住房分化视角, 利用  2016 年流动人口监测数据与房价数据, 分析流动人口住房占有的特征与空间

格局, 住房阶层的结构及影响因素与机制。结果表明: 我国流动人口住房占有形成非农户籍、高学历流动人

口大量占有城镇住房的特征, 呈现沿胡焕庸线分异的空间格局; 我国流动人口形成“三阶五层”的住房阶层结

构; 户籍与社会保障的结构性因素仍然阻碍流动人口实现住房阶层跃迁; 部分流动人口凭借个人社会经济条

件与流动要素等非结构性因素的作用, 基本上实现住房资产积累; 制度变迁、城市规模与城乡差异共同作

用, 加剧城市住房阶层分化, 导致下层住房阶层流动人口内卷与上层住房阶层优势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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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the Survey of Social Integration and Mental Health of Migrants in 2016 and housing price data,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spatial pattern of housing ownership to discuss the structur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mechanisms of the housing clas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housing ownership of migrants 

form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on-agricultural hukou (household registration) and high-educated floating population 

occupying a large number of urban housing, showing a spatial pattern of differentiation along the “Hu Huanyong 

line”. China’s migrants has formed a “three-class five-level” housing class structure. Hukou and social security 

system still prevent the migrants from realizing the transition of housing class; some of them basically realize the 

accumulation of housing assets by relying on their personal socioeconomic conditions and mobility factors. System 

changes, urban scale, and urban-rural differences work together to intensify the differentiation of urban housing 

classes, and ultimately lead to the involution of the lower housing class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advantages of the 

upper housing class. 

Key words  migrants; housing class; spatial pattern; mul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

快速城镇化进程中, 住房成为我国近  2.4 亿流

动人口生存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1–2]。住房制度改

革后, 商品房成本高企、社会成员住房资源占有状

况不均与城市制度壁垒加剧城镇住房分化, 造成流

动人口与户籍人口在住房消费和发展机遇方面的巨

大差异[3–6]。多套产权房占有者实现住房资产增值, 

无房者的住房消费受到挤压, 城市逐步出现基于住

房资产的分层结构[3,7]。 

住房是家庭财富积累的重要工具, 是透视社会

分层和城乡贫富差距的重要视角, 具有对消费者的

“分选”作用[8]。城市住房分配体系创造了一个新的

阶层划分标准, 依据是否拥有住房以及通过何种途

径获得稀缺住房资源, 可以把城市居民划分为不同

的“住房阶层”[7]。市场经济体制重组了社会阶层结

构 , 住房群体由“身份分层”向“经济分层”转换 [9], 

住房被纳入“经济分层”的评价体系中, 成为社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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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的替代性指标 [10–11]。住房分层的直接后果是居

住空间的不平等与阶层化, 进一步的后果是底层的

内卷与上层的优势累积, 造成阶层差距进一步拉大, 

引发阶层对抗[12–14]。 

住房阶层形成受到结构性与非结构性因素的影

响。现有研究通过分析个体社会经济特征和家庭生

命周期等非结构性因素[15], 证明收入、教育、职业

地位和家庭结构等要素显著地影响城镇居民住房

分层 [16–18]。在非结构性因素影响下, 社会成员权衡

不同类型住房成本, 在给定的预算约束下发挥最大

的效用。另有学者通过分析住房改革前后的政策制

度、政府权力和市场转型等结构性因素, 认为住房

制度改革的分割性加速中国贫富分化, 降低了无房

阶层的社会认同 [7,19–23]。在结构性因素的制约下 , 

社会成员表现出对社会制度的延续性与跨越性, 形

成住房阶层的代际转移[21]。此外, 部分学者将住房

分层形成归结于市场机制的变化。市场转型导致人

力资本回报率增加和政治资本回报率逐渐降低, 使

城市居民的职业、教育水平、经济能力和融资能力

等因素在住房领域中的作用凸显[24]; 再分配经济体

制形成的分层机制具有延续性, 昔日的管理人才在

市场转型中将继续处于优势阶层地位 [11]。在住房

阶层划分方面, 李强[25]利用针对北京市崇文区的调

查 , 将居民划分为六类住房地位群体; 刘祖云等 [3]

认为广州居民形成“橄榄型”住房分层形态, 并将其

划分为“三阶五级”的住房阶层结构。 

近年的研究考察城市居民住房阶层与社会系统

的关系及其影响机制 , 注重社会正义和空间公平 , 

体现住房商品属性外的空间属性和社会属性。目

前, 住房阶层研究仍存在几点不足。首先, 现有大

量研究将住房视为城市居民社会分层的指标之一 , 

较少关注流动人口内部住房阶层的特征与空间格

局。其次, 流动人口群体内部住房阶层形成因素与

机制尚不明晰。基于上述背景, 本文采用  2016 年流

动人口监测数据与各省房价数据, 分析流动人口内

部住房占有特征与空间格局和住房阶层结构的形成

因素与机制, 为住房保障制度建设, 促进住房公平

提供参考和建议。 

1 数据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研究所用数据包括流动人口数据和各省房价数

据。流动人口数据来自  2016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

监测调查  A 卷。问卷采用分层、多阶段与规模成比

例方法 , 对我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 , 不含港澳台) 8450 个样本点中 , 居住

一个月以上非本区(县、市)户口的  15~59 周岁流动

人口进行调查 , 样本总量为  16.9 万人。其中 , 农

业户籍流动人口占 82%, 非农户籍流动人口占 15%。

房价数据来自《中国房地产统计年鉴  2017》。年鉴

利用我国  31 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 , 不含港澳台 ) 

2016 年全国房地产开发统计报表基层数据, 汇总各

地区房屋销售与购置情况。 

1.2 研究方法 
1.2.1 空间自相关分析 

在区域住房市场中, 价格的“分选”作用引起各

类居住群体形成空间关联或集聚[8]。本文利用空间

自相关分析方法, 测度多产权房阶层的空间关联性

与集聚性[26]。首先, 利用全局莫兰指数(Moran’s I ), 

考察全国范围内多房占有流动人口的空间相关性。

计算公式为 

 Moran’s I = (X'WX)/(X'X) ,  (1) 

式中, X 为观测值列向量, X'为其转置向量, W 为行

标准化后空间权重矩阵, 取值范围为[−1, 1]。然后, 

利用局部空间相关分析, 测度各省多房占有流动人

口的局部关联特点。 

 2
Moran s ( ) ( ) / ( ) ,

i
i i ij j ii i i

I n x x w x x x x


    '  (2) 

I 值为正表示某省高(低)值被周围省份的高(低)值包

围, 呈现“高–高(H-H)”或“低–低(L-L)”关联; I 值为

负表示某省高 (低 )值被周围省份的低 (高 )值包围 , 

呈现“高–低(H-L)”或“低–高(L-H)”关联[27]。 

1.2.2 趋势面分析 
本文运用趋势面分析方法, 模拟要素在空间的

分布和变化规律, 考察多房占有流动人口空间格局

的分异趋势 [28]。趋势面分析是通过观测值计算二

阶多项式 , 使残差平方和最小 , 估计趋势面参数 , 

并将散点图投影到  X-Z 平面和  Y-Z 平面上 , 评估拟

合程度。X 轴的正方向为东, 负方向为西; Y 轴的正

方向为北, 负方向为南。计算公式为 

 Zi(Xi, Yi) = Fi(Xi, Yi) + εi ,  (3) 

式中, Zi(Xi, Yi)为  i 省多房占有人口密度; (Xi, Yi)为平

面空间坐标; Fi(Xi, Yi)为趋势面拟合值, 反映多房阶

层的流动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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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多项  Logit 回归模型 
本文利用多项  Logit 回归模型 , 分析流动人口

住房阶层形成的影响因素。鉴于住房阶层受结构性

与非结构性因素影响, 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 个人社会经济特征能够显著地影响流

动人口住房阶层。 

假设  2: 制度对流动人口住房阶层分化仍具有

溢出效应。 

在被解释变量方面, 住房资产占有是住房阶层

的外在表现, 与产权住房数量及相应房价有关 [14]。

本文通过匹配产权住房占有数量与相应住房均价 , 

构造流动人口住房阶层。剔除无法匹配的样本后 , 

得到  Logit 回归有效样本数为  165186。据《中国房

地产统计年鉴  2017》, 2016 年全国每平方米住房均

价为  7476 元 , 据此将流动人口住房分为  5 个阶层 : 

上层(拥有住房资产超过  10600 元 /m2)、中上层(拥

有住房资产为  8600~10600 元 /m2)、中层(拥有住房

资产为  6600~8600 元/m2)、中下层(拥有住房资产为

4600~6600 元 /m2)和 下层 (拥有住 房资产低于  4600

元/m2)。 

在解释变量方面, 本文将影响住房阶层的结构

性因素与非结构性因素分为社会经济特征要素、流

动要素、制度和社会保障要素(表  1)。其中 , 社会

经济特征要素包括出生序列、受教育程度、婚姻、

单位性质和就业身份, 流动要素包括流动时间和流

动范围, 制度与社会保障要素包括户籍、是否拥有

住房公积金以及是否具有失业险。模型公式为 

 
1 1 1 2 2

( )
Logit

1 ( ) n n
p Y i X X X

p Y i
   

 
       

, (4) 

式中, p(Y=i)为特定住房阶层的概率; i=1, 2, 3, 4, 5, 

分别表示上层、中上层、中层、中下层和下层; α1

为常数项; β1~βn 为回归系数。 

2 流动人口住房占有特征与空间格局 
2.1 住房占有特征 
2.1.1 户籍特征 

我国流动人口住房占有形成农业户籍人口高无

房率 , 非农户籍人口占有大量城镇住房的特征(表

2)。农业户籍流动人口无房率高达  51.16%, 无房样

本占全样本  42%, 城镇拥有一套以上住房的人口仅

占全样本的  27.6%。非农户籍流动人口无房率最低

(27.34%), 无房样本仅占全样本的  4.1%, 产权住房

占有率最高(72.7%)。农业户籍流动人口样本规模

是非农户籍样本的  5.5 倍 , 而城镇拥有两套以上住

房的农业户籍流动人口规模(1471 户)却少于非农户

籍人口(1771 户)。 

2.1.2 教育特征 
流动人口住房占有呈现受教育程度越高无房率

越低、城镇多房率越高的特征。如表  3 所示, 小学

及以下学历流动人口的无房率(54.31%)远高于其他

学历流动人口, 大学专科以上学历流动人口的城镇

一房率(61.62%)和多房率最高(5.22%), 无房率最低

(31.95%)。 

2.1.3 收入特征 
流动人口住房占有呈现收入越高无房率越低、

城镇多房率越高的特征。如表  4 所示, 月均工资收

入低于  2016 年全国人均最低工资标准的流动人口

无房率最高(56.02%), 且城镇多房率最低(0.63%); 

中低工资水平流动人口中, 无房率仅比低工资收入 

表 1  变量描述 
Table 1  Description of independent variables 

解释变量 变量名称 变量描述 

社会经济特征要素 

出生序列 1950 前=1, 1950~1975=2, 1975~1990=3, 1990 后=4 

是否在婚 在婚=1, 不在婚=2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1, 初中=2, 高中=3, 大学专科及以上=4 

单位性质 国企&机关事业单位=1, 外资本&中外合资企业=2, 集体&联营企业=3, 私营&个体=4, 无工作=5

就业身份 雇员=1, 雇主&自营=2 

流动要素 
累计流动时间 两年以内=1, 3~9 年=2, 10 年以上=3 

流动范围 跨省&跨境=1, 省内跨市=2, 市内跨县=3 

制度与社会保障要素 

户籍 农业=1, 非农=2, 居民=3 

是否在本地参加失业保险 是=1, 否=2 

是否在本地拥有住房公积金 是=1, 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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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户籍特征 
Table 2  Characteristics of Hukou 

户籍类型 样本量 
产权住房占有率/%  

无房率 村一房率 城镇一房率 城镇多房率 合计

农业户籍 138848 51.16 15.23 32.59 1.02 100

非农户籍 25419 27.34 3.95 61.75 6.97 100

居民户籍 4733 36.45 4.23 52.19 7.14 100

总样本 169000 47.17 13.23 37.52 2.09 100

说明: 无房率为尚未购买住房流动人口占比, 村一房率为仅在

户籍地村拥有产权住房流动人口占比, 城镇一房率为仅在城镇拥有

一套住房流动人口占比, 城镇多房率为在城镇拥有多套住房流动人

口占比。下同。 

表 3  教育特征 
Table 3  Characteristics of education 

受教育程度 样本量 

产权住房占有率/%  

无房率 
村一 

房率 

城镇 

一房率 

城镇

多房率
合计

小学及以下

学历 
24850 54.31 15.56 29.10 1.03 100

初中学历 79446 51.61 15.12 32.05 1.23 100

高中学历 37682 44.00 12.57 41.08 2.35 100

大学专科及

以上学历 
27022 31.95 6.43 56.40 5.22 100

表 4  收入特征 
Table 4  Characteristics of income 

月均工资 

收入/元 
样本量 

产权住房占有率/% 

无房率 
村一 

房率 

城镇 

一房率 

城镇 

多房率
合计

<1472 1437 56.02 15.17 28.18 0.63 100

1472~5600 84652 53.50 16.77 28.76 0.97 100

>5600 82911 40.54 13.88 42.52 3.06 100

说明: 月均工资收入数据来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各

地区月最低工资标准情况(截至  2016  年  12 月)》和《中国统计年鉴

2017》。 

水平流动人口低  2.5%, 且城镇多房占有率不足  1%; 

中等以上月均工资收入水平的流动人口中, 无房率

有显著下降(40.54%), 且城镇多房率达  3.06%。 

2.2 住房占有空间格局 
我国流动人口住房占有情况存在空间分异。首

先分析我国各地理分区内流动人口住房占有情况 ; 

然后, 利用  ArcGIS, 将全国流动人口住房占有情况

按省份汇总 , 计算各省无房率、一房率和多房率 , 

并使用自然间断点(Jenks)法, 把每类住房占有情况

划分为五级进行可视化; 最后, 针对流动人口多房

占有现象, 利用趋势面与空间自相关分析, 判断流

动人口多房占有的空间变化趋势与集聚程度。 

2.2.1 各地理分区流动人口住房占有情况 
流动人口住房呈现东部地区占有情况差异最

大, 东北地区差异最小, 西部地区多房占有率最高

的格局(表  5)。在流动范围方面 , 东部地区省际流

动人口是省内流动人口数的  2.45 倍, 中部、东北与

西部地区省内流动样本均多于省际流动样本。其

中, 中部地区省际流动人口最少, 仅为省内流动人

口的  27.3%; 东北地区与西部地区的省内和省际流

动人口数较为接近。在无房率方面, 东部地区无房

率最高 (53.08%), 东北最低 (30.03%)。东部地区无

房流动人口数占全样本的  21.67%, 中部地区无房流

动 人 口 数 占  8.95%, 西 部 地 区 无 房 流 动 人 口 数 占

14.2%, 东北地区无住房流动人口占  2.3%。在城镇

一房率方面 , 东北地区一房率最高(49.53%), 东部

地区最低(29.39%)。在城镇多房率方面, 西部地区

多房率最高(5.08%), 东北地区多房率最低(3.3%)。

人口流动模式是东部地区与其他区域住房占有情况

差异的主要原因。东部地区市场化迅速, 城市基础

设施健全, 吸引大量跨省流动人口; 其他地区则以

省内流动为主, 最终形成东部地区无房率最高、其

他地区一房率和多房率较高的格局。 

2.2.2 各省流动人口住房占有情况 
各省流动人口住房占有呈现沿胡焕庸线分异的

空间格局(图  1)。无房率较高的流入省份多集中于

胡焕庸线以东 ,  如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河

北、海南等东部省份, 仅少数西部省份无房率较高, 

如云南、陕西。住房占有率较高的流入省多集中于

胡焕庸线以西。在一房率方面, 一房率较高的流入 

表 5  各地理分区住房占有情况 
Table 5  Housing ownership of each geographical division 

区域

样本流动范围 产权住房占有率/% 

省际流

动样本

省内流

动样本
无房率 

村 

一房率 

城镇 

一房率 

城镇 

多房率
合计

东部 49000 20000 53.08 13.85 29.39 3.69 100

中部 7300 26700 44.50 11.93 39.82 3.75 100

西部 22000 31000 45.38 17.44 32.10 5.08 100

东北 4700 8300 30.03 17.14 49.53 3.30 100

说明 :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

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  10  个省级行政区 , 中部地区包括山西、

内蒙古、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  7  个省级行政区, 西部地

区包括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

夏、新疆和广西 11 个省级行政区, 东北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和

辽宁 3 个省级行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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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流入地住房占有率 

Fig. 1  Occupancy rate of inflow housing 

省多集中于东北三省与部分中、西部地区省份, 如

安徽、西藏。在多房率方面, 流入省集中于我国新

疆、宁夏、内蒙古、青海、西藏和重庆等西部省份, 

部分中部省份多房占有呈现高值, 如湖北。房价与

收入差异是空间格局分异形成的主要原因。东部地

区省份收入水平与房价相对较高, 形成流动人口无

房率高的特征; 中西部省份房价较低, 流动人口具

有相对更高的支付能力, 更容易实现多房占有。 

2.2.3 趋势面分析 
占有多套产权住房不仅与居住群体的购房能力

有关, 而且与各地购房政策相关。已经出台限购措

施的城市, 住房占有难度远高于非限购城市, 并且

部分实施限购措施的城市, 其购房准入政策存在差

异。因此, 需分析多房占有现象在不同地理区域上

的变异, 结合各地住房政策, 判断流动人口多房占

有的空间趋势。图  2 显示多房占有流动人口密度的

趋势面分析结果 , 不论是东西方向还是南北方向 , 

拟合线均非直线, 表明多房占有流动人口在特定方

向存在一定的空间趋势。在东西方向上(绿线), 已

购多房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大体上呈现先大幅降

低、后小幅升高的特征, 说明自西向东占有多套产

权住房的流动人口有先减少、后小幅增加的趋势。

南北区线(蓝线)呈现先升高、后降低的倒“U”型趋

势, 说明空间分布南北低、中部高。我国西部与东

北地区购房政策相对宽松, 部分城市不限购或划定

城市内部区域限购, 准入门槛较低, 便于占有多套

产权住房。以成都和长春为例, 成都市非户籍居民

在高新区范围内无自有产权住房的可购买商品住 

 
图 2  多房占有流动人口趋势面分析 

Fig. 2  Trend surface analysis of multiple housing own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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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① ; 长春市政府取消住房限购政策 , 购买市区内

商品房、二手房不受套数限制, 非本市户籍家庭无

需提供纳税和社保证明②。东部与南部沿海省份限

购政策严格, 准入门槛较高, 如上海市将非户籍居

民家庭购房所需缴纳社保年限由两年提升至五年③。

在各地购房政策调控下, 流动人口多房占有在东西

方向呈现“U”型趋势, 南北方向呈倒“U”型趋势。 

2.2.4 空间自相关分析 
本文基于全局  Moran’s I 考察多房占有流动人

口的集聚情况, 分析变量为各省已购多房流动人口

比率。将各省的已购多房流动人口比率代入全局

Moran’s I 计算公式(式(1))中 , 得出全局  Moran’s I
为  0.171 (P 值为  0.047, 在  0.05 的水平上显著), Z(I )

为  1.868 (Z=1.868>1.65)。结果表明, 多房占有分布

呈现明显的空间依赖, 在地理上具有集聚特征, 即

多房占有率高的省份其周边省份占有率也高。 

通过绘制莫兰散点图(图  3), 可以详细地反映

各地区内部空间集聚情况。由图  3 可知, 多房占有

呈现“H-H”模式的省份有内蒙古、西藏、青海、天

津、贵州、新疆、重庆、宁夏和北京, 形成西部地

区与华北地区聚集地带。四川、陕西、甘肃、河

北、云南、山东、湖南、江苏、河南、浙江和辽

宁  11 个省份呈现“L-H”模型 , 与这些省份相比 , 其

相邻省份多房占有率更高。广西、吉林、广东、江

西和福建呈现“L-L”模式 ,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

要是, 作为人口流入大省, 东南沿海拥有相对较高

的经济发展水平 , 住房机会相对较少。山西、安

徽、黑龙江、海南、湖北和上海呈现“H-L”模式 , 

在地理上呈现离散分布。 

2.3 小结 
流动人口住房占有呈现向非农户籍、高学历倾

斜的特征。与“城–城”流动人口相比, “乡–城”流动

人口受到户籍或学历限制, 进入城市住房市场的机

会较少, 难以通过住房财产积累资本, 在住房占有 

 
H 为多房流动人口比率, lagged H 为多房流动人口比率的空间滞后量 

图 3  已购多房流动人口比率莫兰散点图 
Fig. 3  Moran’s I analysis of multiple housing ownership 

  

①  《进一步促进我市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 成办发[2016] 45 号 
②  《支持居民自住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长府发[2015] 6 号 

③  《关于进一步完善本市住房体系和保障体系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意》, 沪府办发[2016] 1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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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处于弱势; 非农户籍流动人口受到相对较小的制

度阻碍, 有机会在流出地和购房政策相对宽松的流

入地购买产权住房。受教育程度越高的流动人口越

容易进入城市住房市场, 避免陷入住房困境。 

流动人口产权住房占有形成沿胡焕庸线分异的

空间格局, 多房占有呈现东西“U”型、南北倒“U”型

的空间分布趋势。东部省份作为最主要的流入地 , 

住房市场表现出对流动人口的强烈排斥。东部地区

房价高企 , 购房政策严格 , 消费水平较高 , 大大提

高了东部流动人口无房率。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

流动人口多倾向于省内流动 , 购房政策相对宽松 , 

流入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流出地较为较近, 大大

提升了流动人口产权住房占有率。在南北方向上 , 

中部省份省内流动人口最多, 流入地与流出地的社

会经济特征较为相似, 更容易占有多套住房, 符合

倒“U”型多房占有趋势。 

3 流动人口住房阶层结构 

总体上, 我国流动人口呈现“三阶五层”的住房

阶层结构(图 4)。 

第一阶由中层、中上层和上层住房群体构成。

中层以上住房群体通过占有产权住房, 扩大家庭资

产规模, 改变其社会经济地位。在住房占有量方面, 

中层以上住房群体具有绝对优势, 不仅实现有房可

住 , 中上层和上层住房群体多房率达到  23.57%和

35.38%。第一阶层流动人口可分为  3 类: 第一类是

拥有一处高价值房产的流动人口, 第二类是在非流

入地城市拥有多处住房的流动人口, 第三类是在流

入地与其他城市同时拥有多处房产的流动人口。第

一阶层流动人口往往具有较高的经济收入水平, 住

房支付能力较强。部分流动人口得益于家庭住房继

承和父母扶持, 扩大了流动人口内部的住房阶层差

距。在流入地城市定居困难的状况下, 购房并非流

动人口的阶段性刚需, 流动人口会在流动过程中的

某一时间节点转向流出地进行住房投资, 以便实现

家庭经济收益最大化, 产生多地多房占有的空间格

局[29–30]。 

第二阶由中下层住房群体构成, 中下层流动人

口基本上实现“安居梦”。在收入方面, 49%的中下

层住房群体家庭月均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产

权住房占有方面, 中下层流动人口的一房占有率达

到  100%, 不存在无房阶层和多房阶层, 基本上实现

有房可住。其原因在于, 中下层阶层住房支付能力

提升, 在信贷支持下, 初步具备购买较高价值住房

资产的能力。 

第三阶由下层住房群体构成。下层住房群体规

模最大, 经济收入水平和住房占有量相对较低。月

均 收 入 低 于  2016 年 城 镇 单 位 就 业 人 员 人 均 工 资

5600 元(《中国统计年鉴 2017》)的下层流动人口家

庭占  58.2%; 尚未获得产权住房的流动人口家庭占

92.33%, 拥有一套产权住房的占  7.67%。依据其收

入水平和住房占有情况, 第三阶层流动人口可分为

两类: 第一类是住房支付能力较低的居住群体, 这

类流动人口家庭月均收入低于  5600 元, 只能选择进

入单位或雇主提供的免费住房、借住房或低价租赁

住房中; 第二类是拥有一套价值较低住房资产的流

动人口 , 这类流动人口具有较低的住房支付能力 , 

在综合预算约束与城市政策下, 选择购买均价较低

的住房。 

“城–城”流动人口与“乡–城”流动人口之间形成

巨大的住房阶层鸿沟。在经济收入方面, 无法达到

全国平均水平的农业和非农户籍流动人口分别占该

类户籍的  54%和  42%。其中, 下层住房阶层的农业

户籍流动人口近  59%无法达到平均水平。在住房 

 
图 4  住房阶层结构 

Fig. 4  Housing class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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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方面, 下层中仅有  6%的“乡–城”流动人口拥有

一 套 住 房 , 而 “ 城 – 城 ” 流 动 人 口 的 一 房 占 比 达

16.6%。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 “乡–城”流动人口进

行住房阶层跃迁面临巨大的阻碍。在住房改革与住

房分化时期, “城–城”流动人口享受城市政策改革红

利, 以家庭为单位在户籍地城市占有产权住房, 其

住房资产价值伴随行政区划调整和土地价格上涨而

稳步提升, 最终逐步进入中层以上住房阶层。住房

改革范围仅限城市地区 , 部分“乡–城”流动人口未

能享受城市化发展带来的资本红利, 成为城市住房

市场的弱势群体。 

4 流动人口住房分层的影响因素与机制 
4.1 流动人口住房分层影响因素 

利用  Stata 15.1 软件, 针对五类住房阶层群体

进行分析, 回归结果验证了假设: 流动人口的个人

社会经济特征因素对住房阶层有显著影响; 制度对

流动人口住房阶层分化仍具有溢出效应(表  6)。个

人社会经济特征改变了流动人口的资本回报, 影响

流动人口住房分层。在出生序列方面, 年长的流动

人口更容易成为上层住房阶层。1950 年以前出生

的流动人口依托计划经济时代的福利房或自建房 , 

基本上保障家庭拥有一套住房。其后一代, 即  1975  

表 6  多元 Logit 回归模型结果 
Table 6  Results of the multiple Logit model 

解释变量 变量名称 类别 

住房阶层(以中层住房阶层为参考值) 

上层 中上层 中下层 下层 

B OR B OR B OR B OR 

社会经济

特征要素 

出生序列 

(参考 1950 以前) 

1950—1975 −0.847*** 0.429*** −0.181 0.835 −0.235 0.79 −0.0956 0.909 

1975—1990 −0.992*** 0.371*** −0.24 0.787 −0.291 0.747 0.0975 1.102 

1990 后 −1.121*** 0.326*** −0.398* 0.671* −0.550*** 0.577*** 0.0317 1.032 

受教育程度 

(参考小学及以下) 

初中 −0.136* 0.873* −0.298*** 0.742*** −0.438*** 0.645*** −0.644*** 0.525***

高中 −0.0889 0.915 −0.383*** 0.682*** −0.698*** 0.498*** −1.176*** 0.309***

大专及以上 0.542*** 1.720*** −0.0737 0.929 −0.544*** 0.580*** −1.216*** 0.296***

是否在婚 

(参考在婚) 
不在婚 −0.105 0.901 0.0219 1.022 0.366*** 1.442*** 0.568*** 1.765***

单位性质 

(参考机关事业单

位&国企) 

港澳台企业&外企& 

中外合资 
0.0321 1.033 0.0154 1.016 −0.541*** 0.582*** −0.264** 0.768**

集体&联营企业 0.0558 1.057 0.089 1.093 −0.0815 0.922 0.0114 1.011 

私营企业&个体&其他 0.233** 1.262** 0.179* 1.196* −0.158* 0.854* 0.137 1.147 

未就业 0.599*** 1.820*** 0.419*** 1.520*** 0.145 1.156 0.412*** 1.509***

就业身份 

(参考雇员) 
雇主及其他 0.192*** 1.212*** −0.0278 0.973 −0.262*** 0.769*** −0.533*** 0.587***

流动要素 

流动范围 

(参考跨省) 

省内跨市 −0.719*** 0.487*** 0.376*** 1.457*** 0.193*** 1.213*** 0.0794** 1.083**

市内跨县 −1.630*** 0.196*** −0.576*** 0.562*** −0.191*** 0.826*** −0.446*** 0.640***

累计流动时间 

(参考两年以内) 

3~9 年 0.104** 1.110** −0.0753 0.927 −0.237*** 0.789*** −0.287*** 0.751***

十年以上 0.578*** 1.782*** 0.217*** 1.243*** −0.246*** 0.782*** −0.302*** 0.739***

制度与社

会保障 

是否有失业险 

(参考本地有) 
本地没有 −0.867*** 0.420*** −0.448*** 0.639*** 0.110* 1.116* 0.0682 1.071 

是否有住房公积

金(参考本地有) 
本地没有 −0.405*** 0.667*** −0.454*** 0.635*** −0.0919 0.912 −0.0188 0.981 

户籍性质 

(参考农业) 

非农户籍 0.411*** 1.509*** 0.0416 1.042 −0.0436 0.957 −0.502*** 0.605***

居民户籍 1.256*** 3.513*** 0.946*** 2.574*** 0.728*** 2.071*** 0.421*** 1.524***

  
常数项 2.687*** 1.712*** 3.860*** 

 
4.248***

说明: 有效样本数为 165186 个; B 为多元 Logit 回归模型系数; OR (odds ratio)为模型的优势比; *** p<0.01, ** p<0.05, *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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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后出生的流动人口, 在住房改革时期处于壮年,

有机会在福利房私有化时期的住房市场拥有一套住

房 [14]。“90 后”成为新一代中层住房群体。与  1950

年前出生的流动人口相比, “90 后”刚刚步入工作岗

位, 尚未积累足量资本, 成为中层住房阶层的概率

比成为上层住房群体高  0.326 倍。另一方面 , 与中

下层住房阶层相比, 部分“90 后”流动人口依托父母

庇护与家庭资本积累, 更趋于进入中层住房阶层。 

在受教育程度方面, 较高学历水平是中层以上

住房阶层流动人口的显著特征。以小学以下学历流

动人口为参考变量, 大专以上学历流动人口成为上

层住房阶层的概率更高(OR=1.720), 初中和高中学

历流动人口更容易成为中层住房阶层。首先, 受教

育程度影响流动人口未来的住房支付能力 ; 其次 , 

地方政府将城市福利住房向高学历人才倾斜, 低学

历、低技能流动人口被挤出人才住房之外。在婚姻

方面, 与在婚流动人口相比, 不在婚流动人口处于

相对较低的住房阶层。流动人口的婚姻情况反映其

家庭住房面积、质量和学区需求, 在一定程度上推

高了流动家庭的住房阶层地位。值得注意的是, 家

庭住房需求提升, 往往伴随家庭消费水平提高, 限

制了在婚流动人口向更高住房阶层跃迁。在单位性

质方面, 住房分化时代的单位制度对住房阶层的影

响存在溢出效应, 国企单位就业使流动人口保持优

势。国企职工以较低的价格购买政府福利房, 并在

一定年限后取得住房的完全产权。值得注意的是 , 

未就业的流动人口进入上层或中上层住房阶层的概

率比国企职工分别高出  1.820 和  1.520 倍。这部分流

动人口大多已退休或家庭条件优越, 其家庭大多拥

有一套甚至多套住房, 处于相对优势的社会经济阶

层。在就业身份方面, 与雇员相比, 雇主拥有一定

的经济基础, 有能力在流入地或户籍地获取产权住

房, 其进入上层住房阶级的概率是雇员的  1.212 倍。  

流动要素影响流动人口的资本积累。流动距离

越短, 累计流动时间越长, 流动人口进入住房中层

以上阶层的概率越高。与跨省流动人口相比, 市内

跨县流动人口更有可能成为中层住房阶层。省内跨

市流动人口比跨省流动人口进入中上层住房阶层的

概率高  1.457 倍。在一定的地理区域内 , 城镇房价

存在空间自相关, 住房价格随距高房价城市距离增

大而降低 [31]。在流出地具有购房能力的流动人口 , 

流动距离越短, 在流入地成为相同或跨越当前住房

阶层的可能性越大。反之, 在流出地没有购房能力

的流动人口, 流动距离越短, 进入相同或低级住房

阶层的可能性越大。在流动时间方面, 累计流动时

间越长, 流动人口越容易通过购买住房成为更高的

住房阶层。与流动时间在两年以内的流动人口相

比, 流动时间在  3~9 年和  10 年以上的流动人口成为

上层住房阶层的概率分别高  1.110 和  1.782 倍。流动

时间越长, 流动人口的累积资本越多, 风险应对能

力越强, 越容易改变其住房阶层。 

制度与社会保障等结构性因素对流动人口住房

分层具有溢出效应。与本地没有保障的流动人口相

比, 拥有住房公积金和社会保险的流动人口成为上

层住房阶层的概率高  0.66 倍和  0.42 倍。值得注意的

是, 户籍制度仍然是限制流动人口改变住房阶层的

重要影响因素。与农业户籍流动人口相比, 居民及

非农户籍流动人口成为上层住房阶层的概率分别

高  3.513 和  1.509 倍。制度与社会保障要素影响住房

阶层的主要原因在于: 1) 住房改革时期, 农业户籍

人口被排除在城市住房市场之外, 随着房地产市场

迅速扩张, 农业户籍流动人口第一次处于住房资产

的不利地位; 2) 尽管  2014 年施行户籍制度改革, 长

久以来的制度禁锢与大城市户籍制度壁垒导致农村

户籍人口在城市住房市场中处于不利地位, 形成农

业户籍与非农业户籍之间的住房阶层分化; 3) 社会

保障缺失使流动人口缺乏风险应对能力, 致其无法

改变住房阶层。 

4.2 流动人口住房分层机制 
制度与社会机制变迁是城镇人口住房阶层分化

的根本原因。中国城市住房改革与社会转型在时间

上基本上一致, 制度机制变迁给社会成员带来机会

结构的变化[32]。住房制度改革前, 国家权力制度是

影响城市住房分层的主要机制, 政府通过计划经济

统筹 , 采取农村自建、城市住房福利分配的方式 , 

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城乡住房差距, 没有产生代表性

住房阶层。住房制度改革后, 受益者基本上是拥有

更高社会地位、更好经济条件以及占有组织资源和

权力的单位职工 [11]。城市出现公房私有化与商品

房市场的双轨制, 商品房成为居民获得住房资源的

主要途径, 货币支付能力成为居民能否获得住房的

决定性因素, 社会成员在住房资源分配机制与住房

获得机会结构上产生差异。是否有机会获得政府补

贴性住房(即公房)、商品房的价格, 对城镇人口是

否能够进入住房市场购房产生重要影响。从市场转

型理论的观点来看, 市场机制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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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了住房资源的分配方式, 流动人口的教育水平

和经济能力等因素在住房分层机制中的作用凸显。

但是, 国家主导的住房制度渐进式改革并没有使权

力机制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原有的权力机制模式在

住房制度转型过程中仍然延续下来, 而市场机制同

时并行增长, “政府”和“市场”两种力量的联盟共同

塑造住房分层的格局。住房资源再分配与个人社会

资本的紧密联系以及公职人员与行业精英在住房再

分配过程中的显著优势, 导致城镇人口住房阶层分

化呈现双重分层体系, 体现了制度的延续性[19]。 

市场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社会资本回报

率 , 但城乡差异扩大了流动人口内部住房阶层分

化。住房制度改革范围仅限于城镇地区, 加上户籍

制度的存在, 农业户籍人口被排除在城镇住房体系

之外。户籍制度改革与住房制度改革的分割, 收窄

了农村移民享受城市福利的途径, 扩大了城乡住房

财富差距与住房不平等。“乡–城”流动人口在缺席

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后, 又受到户籍限制, 其住房财

富与“城–城”流动人口、城镇户籍人口拉开差距。

“乡–城”流动人口不但未享受住房私有化阶段城镇

住房再分配体系带来的红利, 又在制度壁垒与高房

价的影响下, 无法进入市场主导的城镇住房再分配

体系中。相较于“乡–城”流动人口, “城–城”流动人

口面临的制度阻碍较小, 更容易通过住房实现阶层

跨越。在住房制度改革没有涉及农村居民住房需求

的背景下, 户籍仍然限制农村移民享有城市基本住

房福利, 扩大了城乡住房财富差距与住房不平等[14]。  

城市等级影响流动人口多房占有空间格局分

异。由于人口和经济的集聚, 等级高规模大的城市

通常具有更高的收入水平, 更丰富的就业机会, 更

健全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 成为流动人口居

留的首选地[33]。然而, 这些城市同时会实行一定的

购房限制和行政壁垒 , 给外来人口居留造成障碍 , 

迫使流动人口回流原籍地或在其他城市购房。另一

方面, 对于等级低、规模小的城市, 尽管其购房政

策较为宽松, 但房价较低, 流动人口出于家庭收益

最大化考虑, 仍趋于在有利于进行住房阶层跃迁的

城市进行投资。在地理空间上, 最终形成东部、南

部大城市无房流动人口居多, 中西部小城市出现多

产权房占有, 沿胡焕庸线分异的空间格局。 

5 结论 

住房阶层的内涵在于是否拥有住房以及通过何

种途径获得稀缺住房资源。城镇户籍、更高的受教

育程度或高收入是城镇多房流动人口的主要特征。

在空间格局方面, 流动人口住房占有情况呈现沿胡

焕庸线分异的空间格局。多房占有的流动人口分布

呈现自东向西“U”型、自北向南倒“U”型的趋势; 从

空间集聚度来看, 多房流动人口在西部和华北地区

呈现高–高集聚的特点。 

目前, 我国流动人口形成“三阶五层”的住房阶

层结构。第一阶由中层以上住房群体构成, 拥有一

套或多套高价值产权住房。第二阶流动人口基本上

实现“安居梦”。第三阶无住房的流动人口基数最

多, “城–城”与“乡–城”流动人口之间形成巨大的住

房阶层鸿沟。 

户籍制度、社会保障等结构性因素仍然是阻碍

流动人口在城市定居的主要因素。短距离、长时间

流动的流动人口与当地户籍居民有较多相似特征 , 

面临的制度阻碍和城市壁垒相对较小, 更容易实现

住房阶层跃迁。其次, 非结构性因素反映住房对流

动人口的分选作用, 具有更高学历、更高收入以及

在国企单位工作的流动人口更容易通过多房占有改

变住房阶层。 

制度变迁与城乡差异是流动人口住房阶层形成

的根本原因 , 城市等级导致住房占有空间格局分

异。住房阶层的形成是由于长久以来的国家权力制

度、市场体制与城市政府住房政策导致的必然结

果。在住房改革过程中, 部分农业户籍流动人口无

法享受城市住房市场发展带来的红利, 逐渐成为住

房阶层的底层, 上层住房群体依托住房资产累积优

势, 避免阶层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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